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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业稳定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应有之义，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率的同时也助推了“短

工化”行为。基于CFPS2018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的“短工化”

现象。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水平与“短工化”行为显著正相关，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能够通过

降低就业信息获取成本、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的机制提高其工作转换的可能性，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后该

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对低人力资本及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短工化”行为影响更

为明显。政府应通过落实相关法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培养农民工职业生涯意识等措施，为企业

分担培训成本和风险，助力形成更加稳定的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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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stability is essential for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optimized the employment rate of rural labor while also promoting “short-term 
employment” behavior. Based on the CFPS2018 survey data,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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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menon of “short-term employment”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using the Oprobit model.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level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migrant worker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hort-term employment” behavior. Mi-
grant workers with high digital literacy can increase their likelihood of job transition by reducing 
the cost of obtaining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human capital mechanism. 
This conclusion holds true even after including major control variables.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digital literacy has a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short-term employment” behavior among 
individuals with low human capital and older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relevant laws, conduct vocational training programs, cultivate awareness of ca-
reer development among migrant workers, and share the training costs and risks with enterprises 
to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more stabl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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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提高农民收入、稳定

农民就业，是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在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大量新岗位，并助推灵活就业规模增长、领域扩大，城乡新增就

业始终保持扩张趋势。互联网的使用在农村地区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促进了农村青年

非农就业[1]。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信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愈加重要，在就业要素的构

成中占据重要地位[2]。 
自改革开放以来，频繁更换工作便是农民工的一个突出特征[3]。由于从业观、就业观发生了改变，

我国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为了追求更高的薪酬回报和更优越的工作环境，农民工主动寻求职业转换

的频率近年来逐渐上升。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过于频繁地寻求工作转换最终将导致我国无法形成足够

规模的高技能产业工人队伍，不利于贸易强国的转型[4]。且农民工不稳定就业不利于其工资收入水平提

高，尤其扩大了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差距[5]，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自身的消费[6]，对市民

化政策的稳步推进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7]。也有学者从提高效率的角度，认为农民工职业的流动与经济

结构的转型升级趋势相吻合，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调整比其他人群更具灵活性和效率[8]。 
已有相关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切入分析“短工化”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极少研究关注到数字信息与

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的联系，缺乏农民工数字素养这一重要素质能力在就业稳定性领域的相关

性分析。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工对互联网的使用在增加其就业概率的同时，是否也助推了就

业不稳定的“短工化”现象？本文将利用 CFPS2018 数据，对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旨

在深入探讨互联网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影响，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质量提供帮助，进一步促进共同

富裕与乡村振兴。 

2. 文献综述 

关于频繁换工行为及影响因素，Jovanovic (1979) [9]提出的长期工作匹配与转换理论认为，由于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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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充分，劳动者要通过不断转换工作使得工作匹配变得更准确；侯启缘等(2018) [10]
的研究发现，户籍管制在社会保障、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具有分离作用，使得农民工难以享受城市生活

的公共服务，引致农民工的不稳定就业；曲玥(2022) [11]的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的工作转换显著多于本

地劳动力，且工作转换行为较好地改善了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张世伟等(2022) [12]的研究发现，工作

转换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及低受教育群体的技能培训对其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王小璐等(2016) [13]
发现，人力资本有利于大学毕业生的稳定就业，而工作年限与社会资本则会增加其工作转换的可能性。

陈昭玖等(2011) [14]在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研究中，发现年龄越小、择业机会识

别态度偏向过于自信、月收入越低、工作环境越差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越高；杨芸等(2020) [15]
认为，产业升级会影响工作稳定性，并且这种影响在就业者的不同人力资本下有显著差异；黄乾(2009) [16]
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是农民工获取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牛贵宏等

(2017) [17]认为，从互联网中获得的大量招聘信息为农民工频繁工作转换提供便利；李桦等(2012) [18]的
研究发现，工作未来发展前途是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最大影响因素。江金启(2018) [19]的研究发现，在职

培训能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 
已有文献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现象有所关注，且证实了农民工对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提高就业机会与就

业质量[13]，然而尚未充分关注农民工在互联网使用能力方面对其频繁换工决策的影响。农民工对互联网

的使用程度与熟练度通常用数字素养进行测度。数字素养(digital competence)由 Eshet-Alkalai 于 1994 年

首次提出，国内外学界关于数字素养的定义展开了诸多研究，但尚未达成一致观点。 
Eshet-Alkalai (2004) [20]将数字素养划分为“图片——视觉素养”、“再生产素养”、“分类思考素

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五个维度，认为用户需要以上技能才能使得软件和数字设

备有效发挥作用。苏岚岚等(2021) [21]认为农民的数字素养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数字化通用素养，即拥

有互联网意识、利用数字化工具收集信息的能力；数字化社交素养，体现为从社交网络中获取信息、进

行资源分享与互动的能力；数字化创意素养，体现为创建和编辑内容进行表达和传播的意识与能力；数

字化专门素养，体现为在工作或生活中特定领域的数字化问题处理能力；数字化安全素养，体现为保护

个人身份信息，对金融交易、网络支付的安全意识。 
在对数字素养经济意义的相关研究中，单德朋等(2022) [22]认为，数字素养通过降低知识与信息的成

本、培养市场经济意识，帮助农户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且对中老年农户和低受教育程度农户的增收效

果更加明显；李晓静等(2022) [23]和王杰等(2022) [24]的研究都证实了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够促进

创业，且对地理临近的农户创业行为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改善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和低

社会资本的创业活动；数字素养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重要影响，王乾坤等(2023) [25]的研究发现，数字素养

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进入正规就业渠道概率、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通过提高劳动者信息获取能力、

风险偏好、社会资本水平等途径影响劳动者就业决策及其工资水平；郭利华等(2022) [26]认为数字素养通

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社会网络和增加就业选择的路径，显著提升灵活就业者的收入阶层，促其收入向

上流动。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数字素养通过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经济提高就业概率和收入的同时，也助推了农民工频繁换

工的现象。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的使用推动农民工“短工化”行为可能存在以下传导机制： 
能通过各类工具感知未来就业形式、拥有更多就业信息的农民工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就业渠道和就业

方向，更有可能会为谋求更好的职业前景而进行新的职业匹配或岗位变换。拥有数字意识的农民工能利

用互联网工具降低就业信息获取成本，拓宽获取渠道，从而帮助其发现更多就业机会，匹配到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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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能够通过浏览如前程无忧、58 同城、智联招聘等招聘网站中发布的就业信息，更有效率地寻

找、匹配合适的工作岗位。此类互联网产品降低了农民工就业信息的不对称，能够通过减少搜寻成本而

提高其工作转换的吸引力，拓宽工作岗位所在地、职位类型的搜索范围，实现技能与岗位的更高效匹配，

提高工作成功转换的概率。另外，具备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和更多社会资源的农民工，能及时地获得来自

社交网络的就业信息，从而提高工作转换的可能性。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拥有量越多，其

就业稳定性越差[27]。这可能是因为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来源更广，就业信息质量更高，且通

过熟人介绍能提高成功就业的机率。而农民工数字社交素养越高，就越能有效地利用互联网实时社交工

具，提高在家族、熟人社交网络中得到就业信息、进行资源分享的概率和频率，有助农村居民利用自身

及家族的社会资源识别、对接新的工作机会。 
除通过降低就业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信息的匹配效率来推动就业转换之外，在人力资本方面，农民

工能够利用互联网主动寻找学习渠道进行技能培训，在线学习职业课程培养工作能力，从而提高劳动力

市场要素价格。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在互联网的使用过程中提升了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正

规和非正规就业[28]。数字素养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而不同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意味着差异

化的议价能力。大量研究表明，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强，就业稳定性先下降后上升[15] [27]。因此，拥有一

定水平的数字学习素养，初始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村居民能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工具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提前了解、学习与工作相关的知识，提高人力资本，做好就业预备，进而提高就业与“跳槽”的可能性。

而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深度融合，创造了如新媒体运营、直播带货、远程教

育大量新兴职业，并加快新旧职业的更替速度。数字工作素养是数字人力资本水平的构成要素之一，劳

动力若能熟练地使用各类数字办公软件辅助工作，具备移动办公能力，能运用数字工具与数字技术提高

工作效率，则拥有更高水平的数字人力资本，在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大背景下更换工作岗位、加

入新行业的成功率更高。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越高 
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境遇是迥异的。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就业市场中的职业流动对高、

低学历劳动者的影响相差甚远[29]，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中等技能与高技能农民工的就业向上

流动，而低技能农民工就业“降级”[30]。户籍身份限制、自身较低的受教育和技能水平，使得可接纳农

民工的就业市场狭窄化。“低技能”、人力资本低的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匹配工作，教育经历在

工作中带来的回报率低。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同一岗位劳动时长的增长带来收入溢价少，工资增长率

低，稳定就业带来的福利增加较少，选择更换工作的机会成本低，转换工作的可能性与次数便因此会提高。 
与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相比，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就业质量通常较差，常常处于不稳定

的就业状况，进行工作更换的意愿会更强。教育作为生产性资本，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之一。新

生代农民工基本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有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较之上一代有了很大的

提高。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农民工愿意选择的更高质量的职业逐渐有限，换工的机会减少，

互联网作为提供信息、减弱信息不对称的作用随之减小。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进一步假设： 
H2：老一代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水平对其换工频率的影响更大； 
H3：数字素养对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短工化”行为影响更为明显。 

4. 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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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为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
据，该数据覆盖中国 25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且代表中国 95%人口的全国代表性样本(不包含中国港澳

台以及内蒙古、海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CFPS 数据库的调查层次包含社区、家庭及个人三个

层面的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收入、资产与负债等信息，适合开展本文拟进行的研究工作。本文使用 2018
年 CFPS 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合并、清理，删除掉非农业户口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员。考虑到在农

村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不会在超过退休年龄后立即退出劳动力市场，多数劳动力直到丧失工作能

力后才停止参加劳动，因此参考李晓峰(2020) [27]的研究，本文将保留 16~70 周岁的人口样本，剔除缺失

值以及明显异常值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包含分布在 25 个省份 1465 个村 7427 户家庭中的 12,803 个农

村劳动力的相关信息。本文参考郭庆(2021) [31]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方式，将出生年份在 1980 年及之

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得到 4033 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 
(二) 变量选取 
(1)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 
根据已有文献对数字素养的定义，本文的数字素养指标需要能反映农民工在数字环境下拥有数字意

识，正确和合理地利用数字工具、设备、资源，进行工作、社交、学习等，应包含多个维度的数字技术

使用能力。因此数字素养水平能够由其对互联网的利用程度来体现。本文根据农民工是否使用互联网以

及在各项活动中的使用频率，结合因子分析法降维得到农民工的数字素养水平。若受访个体对问卷中“是

否使用电脑或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的问题回答为否，则将其后续各项活动的使用频率得分赋值为 0，
具体包括“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使

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使用互联网商业活动的频率”。若回答为是，则继续根据受访个体对上述活

动使用频率的回答进行赋值，从“从不”到“几乎每天”共 7 个层次分别赋值为 0~6 分，采用因子分析

法对 5 个维度进行降维处理。首先进行 Bartlett’s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Bartlett’s 球形检验用于检验相

关阵是否是单位阵，即各变量是否独立，一般情况下 p 值小于 0.05 则认为通过检验。KMO 统计值是通

过比较各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判断变量间的相关性。一般情况下，KMO > 0.9 被认

为非常适合因子分析；0.8 < KMO < 0.9 为适合。本研究选取的 5 个因子 KMO 值为 0.816，p 值为 0.000，
表明进行因子降维是合适的。提取出一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9.2%，基本可以反映受访个体

使用互联网进行活动的 5 个方面的信息。由于因子得分结果存在负值，因此将其标准分转换为 0~6 分之

间的正数值以便于研究。 
(2) 被解释变量：“短工化” 
以往文献对“短工化”现象的研究一般以就业稳定性为视角。“短工化”意指一份工作较短的持续

时间，频繁更换工作是“短工化”的具体体现[4]，表明个体就业呈现不稳定状态。本研究以受访者两年

内从事的所有工作数量反映其“短工化”程度。CFPS 调查问卷记录了受访者当前的工作状态，并询问“除

了以上这些工作外，从上一次调查至今，您总共还从事了多少份其他工作？”，被访答案为数值型回答。

若受访者工作状态为“有工作”则记为 1，否则为 0，并与从事过的其他工作数量值进行加总，得到受访

者在过去两年内从事的所有工作的总数。 
(3) 控制变量 
已有文献表明，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在寻找就业岗位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32]，男性通常更倾

向频繁换工；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有较大差异，农民工的年龄超过一定岁数后，

自身人力资本降低从而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求工作，次级劳动市场具有低工资、工作条件较差、工作

不稳定不安全、晋升机会较少的特征，因此“短工化”的倾向通常增加；已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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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正相关[25]；婚姻状况和家庭人口数的不同意味着家庭责任和风险偏好的不同，家庭压力越大，劳

动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高，工作稳定性越强[3]；健康状况影响风险偏好，健康程度越高的个体人力资

本更高，愿意承担工作更换的风险，换工更为频繁；收入状况越低的农民工岗位更换的机会成本较低，

更有可能由于前一期收入待遇而更换工作[33]；过往的工作经历与经验也会影响对现有工作的态度，从而

对工作稳定性造成影响[19]。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解释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短工化”行为 两次调查期间内从事的工作总数 1.150 0.425 0 7 

数字素养 数字技术多维功能使用频率因子分析所得 1.493 1.856 0 6 

性别 男 = 1，女 = 0 0.532 0.499 0 1 

年龄 在调查年份的年龄(岁) 45.762 13.173 17 70 

年龄的平方 年龄的平方/100 22.676 11.959 2.89 49 

婚姻状态 已婚 = 1，同居 = 2，未婚、离异或丧偶 = 0 0.918 0.286 0 2 

受教育年限 接受正式教育的年限(年) 6.861 4.663 0 19 

健康状况 不健康 = 1，一般 = 2，比较健康 = 3，很健

康 = 4，非常健康 = 5 
3.027 1.227 1 5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量 4.349 2.099 1 21 

工作经历 是否有过全职工作经历，是 = 1，否 = 0 0.412 0.492 0 1 

收入状况 过去 12 个月主要工作税后收入取对数 3.519 4.856 0 13.122 

 
(三) 模型设定 
基准模型：Oprobit 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有序的变量，本文将采用排序选择模型中的 Oprobit 模型进行研究。本文构

建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0 1 2i i i iFrequency Digital Zβ β β ε= + + +  

其中，下标 i 表示第 i 个个体， iFrequency 为个体在两次调查之间从事的工作总数； iDigital 表示个体的

数字素养水平； iZ 是个体的控制变量集，包括其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

育年限、家庭规模、工作经历、收入状况； iε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将重点关注系数 1β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2 报告了 Oprobit 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和列(2)为农民工群体全样本估计结果，列(3)和列(4)

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估计结果，列(5)和列(6)为仅保留老一代农民工的估计结果。列(2)、列(4)和列(6)
是在列(1)、列(3)和列(5)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各列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数

字素养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水平对农民工的“短工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

素养水平的提升助推了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结果验证了假说 1 的存在性。进一步将农民工群体拆分，

比较列(3)、列(5)与列(4)、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数字素养系数均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数字素养对老一代农民工“短工化”的影响明显大于新生代农民工，验证了假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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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年龄增加显著减低了“短工化”，而老一代农民工

的结果却与之相反。并且年龄平方项的回归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增长对“短工化”行为的减弱

呈“正 U 形”，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增长对“短工化”的促进影响呈“倒 U 形”，这也表明年龄处于

极小与极大的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次数更多。可能的原因在于：年龄小的农民工初入职场，工作经历较浅，

心态不稳定，工作经验和人力资本处于积累阶段，会为寻求更好的工作薪资待遇而频繁的工作变动，到

青壮年则由于来自家庭与生活的压力上升、职位薪酬的上涨而倾向工作稳定；年纪较老的农民工由于人

力资本变低，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求技术要求较低的岗位，工作待遇较差，权益无法保障，更换

工作的可能性会上升，互联网对其换工就业的帮助更大。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回归结果 

变量 

“短工” 

农民工整体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1) (2) (3) (4) (5) (6) 

数字素养 0.047*** 
(6.91) 

0.065*** 
(6.49) 

0.034*** 
(2.70) 

0.053*** 
(3.34) 

0.108*** 
(9.60) 

0.088*** 
(6.66) 

性别 — 0.321*** 
(11.63) — 0.180*** 

(3.91) — 0.404*** 
(11.42) 

年龄 — 0.038*** 
(4.85) — −0.110** 

(−2.23) — 0.055** 
(2.13) 

年龄平方项 — −0.044*** 
(−5.21) — 0.176** 

(2.10) — −0.062*** 
(−2.59) 

婚姻状况 — −0.049 
(−0.87) — 0.002 

(0.03) — 0.046 
(0.37) 

受教育年限 — −0.0001 
(−0.02) — −0.005 

(−0.64) — −0.001 
(−0.26) 

健康状况 — 0.031*** 
(2.78) — −0.010 

(−0.46) — 0.046*** 
(3.45) 

家庭规模 — −0.005 
(−0.70) — 0.011 

(1.11) — −0.013 
(−1.53) 

工作经历 — 0.217*** 
(7.33) — 0.173*** 

(3.26) — 0.242*** 
(6.74) 

收入状况 — −0.049*** 
(−13.44) — −0.036*** 

(−7.06) — −0.049*** 
(−11.31) 

N 12,803 12,803 4033 4033 8770 877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误值。下同。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人力资本条件下的农民工数字素养对“短工化”行为的影响程度，本文参考李晓

峰等(2022) [27]的研究，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将义务教育的完成节点作为分界，受教育

年限小于等于 9 年的农民工划分为低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大于 9 年的农民工划分为高人力资本。分组

后添加控制变量，进一步回归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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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urther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进一步回归结果 

变量 

换工次数 

(1) (2) (3) 

农民工整体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数字素养 0.064*** 
(6.35) 

0.074*** 
(6.35) 

0.056*** 
(2.66)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N 12,803 10,379 2424 
 

对比列(2)、列(3)回归结果中数字素养变量的系数可知，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群体数字素养水平影响

其“短工化”的程度更为明显，由此验证了假说 3。 
(五) 稳健性检验 
首先，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利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使用互联网时“工作的重要程度”、“学习

的重要程度”、“社交的重要程度”、“娱乐的重要程度”和“商业活动的重要程度”，用数字态度体

现数字素养，使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指标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重要程度共 5 个等级，KMO 值为 0.815，p
值为 0.000，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共 1 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1.1%，使用 Oprobit 模型回归，

结果见表 4 列(1)。其次，在原始数据上更换检验模型，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 列(2)。以

上结果均表明数字素养显著助推了农民工“短工化”行为，证实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短工化” 

(1) (2) 

替换解释变量 更换模型 

数字素养 0.059*** 
(5.60) 

0.109*** 
(5.76) 

控制变量 有 有 

N 12,803 12,803 

5. 结论与建议 

基于 CFP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 年数据，采用 Oprobit 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数字

素养与“短工化”现象，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对其“短工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

高数字素养的农民工转换工作的频率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低人力资本、老一代农民工群

体中更加明显。 
农民工更换工作在短期有可能带来薪资报酬上涨，但从长远的视角看，过于频繁地转换工作使得农

民工难以高效积累工作经验，影响人力资本提高，职业生涯将扁平化发展，形成“短工化”的恶性循环。

多数农民工待遇差、就业和劳动保障偏低、维权意识和维权实力存在明显落差。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

想要寻求待遇与福利时，大多会选择离职换工作。政府可以更深入地落实《劳动法》，创造更好的就业

环境，让农民工更好地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深入落实《劳动合同法》，动员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在职

培训，进而形成更加稳定的雇佣。另外，政府应积极主动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及专业技能提升项目，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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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担培训成本和风险，合力突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瓶颈。除此之外，在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同时，

更要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帮助其培养长远职业发展意识、制定长期职业规划，使农民工

能够正确看待更换工作的收益、谨慎地考虑工作变动，进而引导其合理流动，助推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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